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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言意之辨”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关于语言符号认知的全部观念，也几乎包含了古人如何认识、体验

和言说世界的全部经验，因而也就奠定了中国古典阐释学的思想基础。 在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言意之辨”的核心

是意义的存在方式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古典阐释学的方法论特征。 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处理文本问题的基本经

验，而且将阐释行为本身从一种还原性的“解经”活动转变为向着经典去建构和开辟意义世界的“读书”的过程，进
而生发出一种此在的形而上的阐释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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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阐释思想的发生，与一种言说的困境

密切相关。 从社会接受的角度看，古代思想家们常

常感慨推行教化的困难，为此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

的话语策略，并生发出一种关于人际沟通的阐释意

识。 从对经典的理解需求看，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语

言文字的局限性，他们通过“言意之辨”逐渐发展出

一种“以意逆志”“得意忘言”的读书之法，对于经典

的使用也在不断地强化着这种超越性的理解方法

论。 在古代通过经典来理解世界的观念框架下，
“言意之辨”成为我们了解古典阐释学意蕴的一把

钥匙。 它不仅奠定了古人处理文本问题的基本经

验，而且把阐释本身从一种再现性的客观认知活动

转换为向着经典去开辟意义世界的“读书”的过程。
在努力建构中国批评话语体系的今天，当代中国阐

释学的话语之路需要寻求古典学资源的支撑。 在此

背景下，重新审视“言意之辨”这个基本的思想史话

题，深入思考它对推动古代阐释学的发展起到了什

么样的作用，又如何凸显阐释者主体的存在，其参与

中西对话的潜力如何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言意之辨”的理论内涵

“言意之辨”几乎囊括了古代关于语言符号认

知的全部观念，也几乎包含了古人如何认识、体验和

言说世界的全部经验，因而也就奠定了中国古典阐

释学的思想基础。 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把“正名”当
作恢复周礼的关键，一种“循名责实”的秩序观念牢

牢地占据了语言观的中心，要求语言与意义之间的

明晰和确定。 在儒家看来，周礼是通过“名”的符号

系统运作的，而“正名”意味着重建事物的秩序。 正

如《荀子·正名》所说的，古代圣王通过“制名”达成

了“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的

社会秩序，而圣王既没之后出现了“奇辞起，名实

乱，是非之形不明” ［１］４１４的严重后果。 在“正名”的
统摄之下，荀子通过攘除奸言，强调了“名足以指

实，辞足以见极” ［１］４２６的言辞主张，同时也表达了

对经典之文的信仰。 所谓“圣人也者， 道之管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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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

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
是其行也， 《乐》 言是其和也， 《春秋》 言是其微

也” ［１］１３３，即是在“名实之辨”的视野下把经典树立

为文以载道的最高典范。
实际上，儒家常常陷于“言不尽意”的困境。 孔

子感慨“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２］２４１；司
马迁认为“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 ［３］ ；孟子自称

“难言浩然之气” ［４］ 。 这些“难言之隐”通过道家来

解释，大概就是庄子所说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

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５］１４１。 在庄子看来，物之

粗精也即事物的表象、实理都是可以认识和言说的，
但还存在着一种“不期于精粗者，在意言之表，即道

妙也” ［５］１４１，这超出了名言析解的范围。 这种大道

无言的观念脱胎于老子，魏源解释说：“道固未可以

言语显而名迹求者也。 ……使可拟议而指名，则有

一定之义，而非无往不在之真常矣。” ［６］ 这就是说，
道是普遍性和无限性的统一，而语言文字总是着迹

之物，必然有所分限，所以任何言说道的行为压根儿

就不 符 合 逻 辑。 正 所 谓 “ 道 不 可 言， 言 而 非

也” ［５］１９２，道只能在无言之处才能保全它的真常，
一切“拟议而指名”的言说都是对道之全体的损害。

《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

过语，语有贵也。 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 意

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而世岂识之哉！” ［５］１２０这段话是针对儒家的经

典信仰而发的，庄子认为儒家泥于经书的文字名理，
未能触及那个超乎言意之表的道的世界。 一方面，
庄子接着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从道之全

体出发来谈论语言的局限性，认为“言”是对道的拆

分和遮蔽，从而排除了文以载道的可能；另一方面，
庄子又发挥老子的道论，从道之普遍性和无限性出

发，通向一种体验的真理观。 正所谓“可以意会而

不可言传”，就连轮扁也不能把他的经验传授给儿

子。 这些都说明，道只能默会于人的心体之上，而不

能作为知识客体被传达出来。 在老庄看来，语言只

是示道的工具或线索，而不是道本身，这就意味着人

们对道的领悟恰恰是一个超越语言文字的过程。
《庄子·外物》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

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

而忘言。 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５］２４４庄子

反对的并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儒家泥于经书文

字的名言析解，这样就在“得意忘言”之途上打开了

道的世界。 道家言意论对儒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促
使儒家去认真思考“言不尽意”的出路问题。 《周
易·系辞》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

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
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７］２９１这里讲的

是圣人立象设卦的道理，借孔子之口把“言不尽意”
的道家命题作为儒家“立象尽意”的依据，同时也表

明儒、道两家看待言、意关系时具有某种一致性。
“言意之辨”在魏晋时期最为兴盛，欧阳建《言

尽意论》是这一时期探讨言意之辨的经典之作。 其

中指出：“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

辩。 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

显……吾故以为尽矣。” ［８］ 他认为人类社会是在语

言符号之指称功能的基础上运作的，并按照儒家的

名实逻辑，提出了“言畅志” “名辨物” “言尽意”的

主张。 欧阳建自称“违众先生”，而把一批“言不尽

意”的论者称为“雷同君子”，可见“言不尽意”才是

魏晋玄学思潮的主流。 比如荀粲就说：“盖理之微

者，非物象之所举也。 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

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
斯 则 象 外 之 意， 系 表 之 言， 固 蕴 而 不 出

矣。” ［９］３１９－３２０这里指出“言”和“象”都不能尽意，
“言”和“象”只能提示道的存在之迹，而非道本身，
因为真正的道是超越“系表” “象外”的，难以言说。
荀粲针对汉儒象数易和章句训诂之学的弊端，提出

“言不尽意”和“象不尽意”的观点，他说得很玄妙，
但道理都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

王弼也是一个“言不尽意”者，他一方面继承了

《周易·系辞》的“立象以尽意”之说，另一方面又根

据庄子发挥出一段“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观点

来。 王弼《周易略例》说：“夫象者，出意者也。 言

者，明象者也。 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言生于

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

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犹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１０］６０９

这段话前面讲言、象、意的派生关系，后面讲言、象、
意的阐释关系。 王弼承续了“立象尽意” “系辞尽

言”的《易传》旧说，认为圣人通过易象（卦爻象）来
显示天理或天意，同时又借助言辞（卦爻辞）来更清

晰地表达易象所蕴之理。 观天设象，故 “象生于

意”；以象示理，故“象者，出意者也”，都是把易象当

作指示天理的手段来看待的。 正是在这里，王弼发

展出了“得意忘象” “忘象求义”的观点。 他力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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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直探义理本体的阐释原则，反对拘泥于言象，尤其

是深恶痛绝于汉儒的变卦、互体、五行等象数体例。
在很大程度上，“言意之辨”乃是由先秦道家所

激荡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后来经过魏晋玄学的发挥，
一种“言不尽意”的思潮蔚为大观，“言尽意”之论则

长期处于被动的地位。 出现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

道、玄言意论在形而上的层次上遮蔽了儒家的言说

域，另外的原因则在于儒家虽也感觉到言说的困难，
但对纯哲学的探讨缺乏热情。 这种情况直到宋学的

出现，才有所改观。 当宋人集中精力去探讨“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

闻也” ［２］６１的问题时，“言尽意”的思想才逐渐恢复

了活力。
在中国思想史上，面对佛老之学的挑战，宋学的

一个最大贡献就是重新发掘先秦儒学的心性资源，
通过建立一个完满自足的内圣境界，挽救了曾经命

悬一线的儒学信仰。 宋明理学就是从谈论“性与天

道”问题开始的，一般都相信孔子谈过这个问题，只
是“圣人语动皆示人以道，但人不求耳” ［１１］ ，或者

“学者自不能以心契，则或疑其未尝言耳” ［１２］ 。 这

样一来，宋儒就将对“性与天道”的追寻重新拉回到

对“夫子之文章”的体验上来。 推而广之，也就是将

宋学的义理落实在对经典之文的阐发上，并由此确

立了据文求义、涵泳讽诵、咀嚼滋味等读书之法。 正

如程颐所说“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 ［１３］ ，朱
熹也认为“故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
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 ［１４］１９２０，这种“达辞通意”
“因言求意”的读书之法的理论依据就是“言尽意”。
欧阳修《系辞说》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自

古圣贤之意，万古得以推而求之者，岂非言之传欤？
圣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书乎？ 然则书不尽言之烦，
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屈，而尽其理。 谓‘书不尽

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 ［１５］欧阳修认为，
书、言固然有其疏漏之处，但圣人的精言要道却通过

它们得以保存下来，所以仍然可以借助文辞来窥看

圣人之意。 理学兴起之后，学者们通过体用思维来

思考言意问题， 认为经典之文 “皆是从道中流

出” ［１６］３３０５，乃是“有德者必有言” ［２］１８３的自然流

露，这样就将言和意组织成一种体用不二、相互依存

的关系。 但必须指出，宋学作为新儒学，其所敞开的

意义世界绝非先秦儒家可以比拟。 实际上，宋儒回

到经书文本中去还原圣人之意的做法，就是面向经

典去开辟意义的同一过程。 他们主张以意逆志、玩
味义理，在“据文求义”的背后恰恰潜藏着一条“得

意忘言”的理解线索，并通过对文本的重新理解维

护了“言尽意”的经典信仰。

二、“言意之辨”的阐释学功能

“言意之辨”的内涵既复杂又简单。 说它复杂，
是因为在通过经典解释所展开的思想史上，学者们

不可避免地面对经典本意和自家之意之间的紧张关

系，哪怕是最具创新自得的学者也都隐然以夫子自

道，最“实事求是”的学问也必然“得意忘言”地注入

了自己的新理解，所以我们很难条分缕析地去指实

它。 说它简单，是因为在古人通过一个解释学的模

式来认识和表达世界的过程中，“言意之辨”发挥了

重要功能，学者们可以据此转换阐释模式，进而推动

学术思想史的变迁。
儒家根据“名实之辨”来处理言意关系，确立了

文以载道的经典信仰，将古典阐释学从道家的“得
意忘言”拉回到对经典之文的关注上来。 汉代经学

就是循着这样的阐释路线发生的，加之汉儒经历了

古今文化断层的现实，所以经学家都尽量地贴近经

书文辞来还原经典的本意。 所谓“文字者，经艺之

本，王政之始” ［１７］７６３，经学家最擅长的就是小学。
他们把名物训释、历史考据和经义阐发都建立在语

言文字训诂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训诂传的解释

体式。 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诂训传者，注解之别

名。 ……传者，传通其义也。 ……诂者，古也，古今

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

也。 ……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
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 ［１８］１－２诂、训、传就是通过

语言解释来识别经典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讯息。 对于

汉儒来说，秦火中断了经典的传承谱系，而古文的失

传更是隐匿了经典的意义。 因此，汉儒注经都是从

最基础的知识层面做起的：由小学训诂展开名物、象
数、典章、历史、地理、风俗解释，最后通达经典的政

治教化意义，目的就是透过“古今异辞”的迷雾破解

经典之文的确切所指，从而将经典之意带到当下。
在很大程度上，经学阐释是一种还原性的认知

行为，“述而不作”的解经者充当了经典之文的翻译

者角色。 比如同一个“筌蹄之喻”，道、玄之学发挥

出“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阐释观点；经学家则认

为“夫筌蹄所寄， 唯在文言， 差若毫厘， 谬便千

里” ［１９］ ，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经典之文的信

仰。 但这种信仰并不必然导致对经典的正确理解，
汉儒解经时常常因其“破碎章句”而遗落了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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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 汉代诗经学采取“言解”的办法，通过标兴而

折入譬喻政教的物象之意；春秋学主张 “深察名

号”，把经典的语辞当作微言大义的提示；周易学泥

于象数，往往“定马于乾，案文责卦” ［１０］６０９地解说

经文，乃至敷演出一个无限延伸的图像世界。 在汉

代，由儒家“名实之辨”所衍生的“名—圣人之言—
经典之文”的符号系列，更进一步地落实在经典的

文字、名物和形象的层面上。 这样，当经典崇拜转换

为符号崇拜之后，汉儒解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

面向语言符号定向求解的过程，而这恰恰忽略了经

典之文的整体意义。
“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的一个思想主题，也是

玄学系统得以成立的阐释依据。 玄学家根据经典来

建立新的世界观念和人格理想，需要将经典的大义

从章句训诂之学中解放出来，首先要拆解汉儒所建

立的那个固化的符号指意链。 王弼以易象为例指

出：“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 义苟在

健，何必马乎？ 类苟在顺，何必牛乎？ 爻苟合顺，何
必坤乃为牛？ 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 而或者定

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

矣。 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 一

失其原，巧愈弥甚。 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

忘意之由也。” ［１０］６０９这里指出汉儒大讲“互体”“变
卦”“五行”的象数世界，皆由“定马于乾，案文责卦”
之类固化的符号思维滋蔓而来，真可谓抓住了问题

的关键。 在王弼看来，“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

征”，圣人是根据义理的需要来选择物象的，而不是

固定某个物象来作为义理的代指。 正如“义苟应

健，何必乾乃为马”，同一个易象可以表征不同的象

德，而同一个象德也可以用不同的易象来表示，它们

之间乃是灵活取义的关系，可以随时触类相通。 嵇

康也以音乐为例指出儒家“滥于名实”的误谬：“夫
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

为标识耳。” ［２０］他认为名号和事物之间乃是约定俗

成的，音乐与哀乐之情、礼仪与礼法之间乃至语言符

号与意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样通过解除

“循名责实”的意义线索，为玄学思想的产生创造了

条件。
玄学家解经是不拘泥于言象的，往往随其事义

而灵活作解，有时还略过言象直接会意。 比如郭象

注《庄子·逍遥游》就说：“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
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 故极小

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 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
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 自不害其弘旨，皆可

略之耳。” ［２１］在他看来，对“鲲鹏”之类无关宏旨的

名物训诂是可以省略的，那种“事事曲与生说”的批

注淹没了经典的大义。 这里的“宜要其会归，而遗

其所寄”，与陶潜所谓的“好读书，不求甚解。 每有

会意，便欣然忘食” ［２２］１７５大致是相同的意思，都反

对过分地深究字词，提倡一种以大观小、达观会意的

理解方法论。 汤用彤指出，王弼“以假言之说释《论
语》中之滞义，其后晋人注疏多用此法” ［２３］ 。 比如

王弼注《论语》 “子贡曰：‘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

一以知二’”云：“假数以明优劣之分，言己与颜渊十

裁及二，明相去悬远也。” ［２４］６２３又注“子曰：‘君子

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云：“假君子

以甚小人之辞，君子无不仁也。” ［２４］６３０王弼之“假
言”示意、郭象之“寄言出意”都是把语言文字当作

示意的线索，而不是当作意义本身，正如名与实之间

是可以分离的一样，不能过分地执着于言象去认知

经典的大义。
玄学家虽然也承认语言文字的工具作用，但在

解释学的问题上却坚持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

言”。 王弼说：“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

其象也。 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
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 得

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

也。” ［１０］６０９这里不是简单地重复庄子的“筌蹄”之

喻，认为只要达到了目的就可以扔掉工具。 而是说，
言和象都是根据传情达意的需要所假定的指意符

号，圣人“随其事义而取象焉” ［７］１９。 所以，读者就

应当顺着言象的提示去领悟圣人之意，而不是固化

某个语言符号作为意义的代指。 与玄学家的语言观

念不同，儒家从“正名”角度强调语言所具有的调节

社会秩序的功能，认为圣人“慎辞”的背后都有一个

必然的辞指，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循名责实”地考证

经典之文本所确指的意思。 但玄学家认为，语言符

号都是“生于意”的，只是圣人不得已的假借，它压

根就不能代表意义本身，所以读者也不应拘泥于言

象作文字解。 玄学家主张超越言象去领悟经典之

意，反过来说，就是根据经典之意来通脱地看待言

象，这样就通过反对汉儒的“以文害意”确立了“以
意观文”的阐释思路。 “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之论

的根据就在此。
宋明理学兴起后，文道关系覆盖了言意关系，体

用论成为人们组织世界秩序的基本思维模式。 程颐

在理学兴起之初率先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
论，奠定了宋儒论学的基调。 在宋儒看来，“‘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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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体虽无迹，中已有用。 ‘显微无间’者，显中

便具微” ［１６］１６５４，“‘体’与‘用’虽是二字，本未尝相

离，用即体之所以流行” ［１６］１０９５。 这就是说，体是事

物的原理依据，用是体的“发用流行”即现象，二者

之间孤不自身、互相存在。 宋明理学一系列相互对

待的范畴，比如理与气、性与情、动与静、知与行、天
理与人欲、已发与未发等，都是根据体用逻辑组织起

来的，由此通向一种表里一贯、内外无间的新型世界

观。 理学家据此思考人生问题，他们针对佛家的

“肆恣”与“枯槁”，特别强调将道寓于物之流行处见

出来，提倡于日用伦常之际体会天理的自在流行，即
所谓“从事上磨炼作工夫” ［２５］ ，或曰“道之外无物，
物之外无道……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

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 ［２６］ 。 照此逻辑

来看待文道关系，便不是“俱道” “载道” “贯道”之

类的观念，而是“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 ［１６］３３０５“自
理趣中流出” ［２７］ “从胸襟流出之辞［２８］１６６等典型的

提法。 这些共同组成了“艺即是道，道即是艺，岂惟

二物” ［２８］４７３的文学理念。
玄学家采取本末论的思维方式，认为言、意之间

是一种可以分离的“母子”关系，于是“崇本息末”的
观念导向了一种“得意忘言”或“以意观文”的阐释

理念。 理学家说不出“言不尽意” “忘言得意”的玄

学话语，因为他们事实上重构了事物的本与末，认为

二者之间是一并敞开或湮灭的关系，“体用不二”的
理学观念联系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经典文本信仰。 理

学家主张“故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
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 ［１４］１９２０，这里的“先达之

言”乃是区别于汉儒以文字作解的经书文本，“圣人

之意”也超越了汉儒的经术与治道，指向那个由圣

人所开辟的可以栖身其中的、内在完足的生命境界。
理学家好论读书之法，一方面主张“据文求义”

“涵泳讽诵”“观其文势”，一种文本阅读的观念大大

超越了汉儒的破碎章句，极大地拓展了经典的语文

学内涵；另一方面，则强调“以意逆志”，从欧阳修的

“揆以人情”之说，到苏辙提倡“意推”的方法，再到

理学家的“体认” “涵泳” “玩味义理” “咀嚼滋味”
“切己而思”“心内自得”等，一种体验的、对话交流

的阐释态度摆脱了汉儒解经的还原主义倾向，超越

了魏晋玄学那种援玄说儒、凭己意解经的阐释特征。
正如朱熹指出的，“汉儒解经，依经演绎。 晋人则不

然，舍经而自作文” ［１６］１６７５，理学家们普遍认为汉、
晋两种各执一端的解经行为都不可取，他们反对汉

学训诂和玄学义理对经典文本的割裂，希望通过

“体验”在经典文本与阐释者自我之间建立一种相

互印证的关系，从而“以心会心”地居于圣人所开辟

的精神世界。 理学家以“理一分殊”的眼光看待古

今、凡圣之间相通相恕的关系，理学阐释的对话精神

就建立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从而把“以意逆志”
表征为通过体验古人来重新理解自我的同一个

过程。

三、“解经”与“读书”

毫无疑问，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必然是通过阐释

的方式实现的，言、意关系本质上也就是人与世界之

间的阐释学联系。 事实上，“言尽意”和“言不尽意”
论者都认为世界的意义不是表现为一种直接的经验

现实，而是隐匿起来有待人的发现。 “据文求意”和
“得意忘言”之论都强调“言”对“意”的阐释指引，
背后对“意”的领悟也常常影响到人们对待经典之

“言”的态度。 总的说来，经典之意随着人们的世界

体验而不断深化，人们看待经典之言的方式也逐渐

从文字走向文意，从言内走向言外。 说到底，“言意

之辨”的核心不在“言”，而在意义的存在方式问题。
在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言意之辨”集中表达了古典

阐释学的深度模式，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处理文

本问题的基本经验，而且将阐释行为本身从一种还

原性的“解经”活动转变为向着经典去建构和开辟

意义世界的“读书”的过程。
“读书”不同于“解经”，后者是以再现经书本意

为旨归的一种认识活动，无论是汉学的训诂考据，还
是宋学的义理阐发，都更倾向于“述而不作”地还原

古圣贤立言的本意。 对解经者来说，“述而不作”是
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继承行为，“述”就是“遵循”
的意思，诂训、传笺、注疏、集解等都是“述经”的基

本方式。 孔颖达《毛诗正义》云：“诂训者，通古今之

异辞，辨物之形貌。” ［１８］２“传者，传通其意也。” ［１８］２

“笺，表也，识也。” ［１８］４ 《说文解字》段注曰：“释经

以明其义曰注。” ［１７］５５５ 长孙无忌《唐律疏议》 称：
“兼经注而明之则谓之为义疏。” ［２９］ 《礼记·经解》
郑注云：“解者，分析之名。” ［３０］这就是说，经典之意

是客观自具的，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被遮蔽或被

曲解了，所以就需要解经者训诂文字、考证名物、批
注经义、疏通旧注等，总之要把经典的本义讲明白。

在解经者那里，“本义”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它既是解经行为得以发生的前提，也是衡量一切经

说合理性与否的依据。 欧阳修《诗本义》指出：“作
４４１

　 ２０２３ 年第 ９ 期



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
也。 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

之职者，末也。 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

圣人之志者，本也。 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
师之本也。 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
经师之末也。” ［３１］ 在欧阳修的“本义” 范围之内，
“圣人之志”本自“诗人之意”而来，这样就把经本义

建立在作者原意的基础之上，由此开辟出一条“据
文求义”的解经之路，所以他才指出那些围绕太师

编诗而来的“妄自为之说者”皆为末事。 清人沈淑

所撰《周官翼疏》把历代经解之作分为五部，其中

《正义》之部辑录历代“疏解经义者”；《通论》之部

辑录“于本义引申旁通者”；《辨正》和《余论》两部

“考订注疏之失”或“综列后世事迹，援史证经”，属
于对经本义的补充论证；《存异》之部则辑录“别著

新义，以备参考者” ［３２］ 。 推而广之，对于解经者来

说，经本义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经典自具的、但
被遮蔽的某种精神价值，这构成历代经学阐释的主

要内容；二是作为解经者所设定的某种标准见解，这
在事实上充当了阐释学的功能，即解经者以此整理

经学史，厘定诸种经说之间的等级秩序。 总之，可以

通过经本义来理解解经者的心态，他们大抵是把经

典当作客观认知的对象，而以经典的翻译者或转述

者的身份出现的，理论上只是再现经义，并不发明经

义。 在认识论的范畴内，解经即还原、证实、解密，它
意味着经学的知识大部分是继承而来的，同时也指

示了一条据文求义、由训诂通义理的阐释道路。
“读书者”的心态有所不同。 古代史传中记载

有不少家贫读书者，他们的志趣异于流俗，往往把读

书当作个体生命的安顿。 早在先秦时期，读书和阐

释之间所发生的联系，就已经被当作一种神交古人

的方式了。 王应麟《困学纪闻》云：“《尸子》引孔子

曰‘诵诗读书与古人居’，《金楼子》曰‘曾生谓诵诗

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期’，孟子‘诵其诗，
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３３］由此

可见，读书就是与古人打交道，达到“与古人居”“与
古人期”，或孟子所谓“尚友”的目的。 一种对话的、
体验的阐释精神，经过孟子“知人论世”和“以意逆

志”之说的承接，在宋明理学那里积淀为中国古代

最为可贵的阐释学思想。 如果说解经是以符合经本

义为止端的认识活动，那么，读书则是面向经典去开

辟意义世界的过程。 《说文解字》段注曰：“读，抽
也。 ……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 ……讽

诵亦可云读，而读之义不止于讽诵。 讽诵止得其文

辞，读乃得其义蕴。” ［１７］９０－９１读书的形式是“讽诵”，
而旨趣在于“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所以经典的意

义具有开放性和生成性。 总之，读书者把读书当作

生命修养事，所以更倾向于对经典的心领神会而远

胜于对知识的求解，更关心“为己之学”的意义，而
不是为别人讲明白道理。

魏晋以来，“言不尽意”的思潮解除了人们对经

典的文字信仰，开启了“忘言得意”的阐释之路。 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读书者开始自觉地与解经者

保持 距 离。 比 如 董 遇 教 人 “ 读 书 百 遍 而 义 自

见” ［９］４２０，陶潜“好读书，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便
欣然忘食” ［２２］１７５，刘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

句” ［３４］２６８３，阮瞻“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读书不甚

研求，而默识其要” ［３４］１３６３等，都表明了读书所具有

的心理体验的性质，也意味着经典的意义有待于读

者虚心静虑、自然而然的领悟，而不是像汉儒那样从

经书文字中勉强得来。
后来，宋明理学家以“四书”读六经，实则就是

以读书者的心态来从事解经的活动。 理学家读书主

张“涵泳讽诵”“熟读精思”，这和魏晋人的“不求甚

解”是同样的道理。 他们都反对汉儒字斟句酌、以
辞害意的解经态度，提倡一种虚心达观、理会文意的

读书法。 不同之处在于，理学家是相信“言尽意”
的，也很少承认自己是“得意忘言”的读书者，他们

更多谈论的是“言外之意”。 比如李杞《周易详解》
云：“善言易者，必得乎言外之意，而后可以尽变通

之说，苟拘于象辞之间，是徒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

者 也。” ［３５］ 朱 熹 说： “ 看 文 字 要 得 言 外 之

意。” ［１６］２１３７“《春秋》之书……盖有言外之意，若必

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 ［１６］２１４９李

樗、黄櫄所撰《毛诗李黄集解》也云：“此诗之意但言

其国之侵削耳，非谓其果止十亩，不然则‘周余黎

民，靡有孑遗’是果无遗民矣。 学者当于言外之意

求之。” ［３６］袁甫《蒙斋中庸讲义》亦云：“学者不善

读书，但见‘齐庄中正’有一‘中’字，不知读圣经者

当领会言外之意。” ［３７］ 胡居仁《居业录》也称：“朱
子注四书诗传，先训释文义，然后发明其正意，又旁

引议论，以足言内之意，或发明言外之意，此深得释

经之法。” ［３８］ “言外之意”这个耳熟能详的概念，其
实就是从宋代流行开来的。 学者们普遍反对把经典

的意义停留在字面上作解，而从“言内”走向“言外”
必然是一个“得意忘言”的超越性过程。 相比较而

言，道家认为意有“精”“粗”，于是从“言不尽意”走
向“得意忘言”的阐释道路。 但对理学家来说，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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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这样既维护了儒家的“言尽意”之论，又
为自己所标榜的读书自得之学留下了足够的发挥

空间。
宋代理学家通过批判汉儒的“为人之学”确立

了“为己之学”“自得之学”的真谛，又通过引入荀子

的“气质之性”将孟子的“尽心”之路落实在“气上磨

炼作工夫”，从而意味着理学的教化是一个相当艰

难的自我问询、自我实现的过程。 理学家依托经典

来展开复性之教，把经典之言当作反躬自省的人性

读本，把读书纳入“工夫”的范畴来看待。 这样不但

超越了汉儒解经的知识论倾向，而且超越了魏晋人

那种以“得意”为中心的读书目的论。 在理学家那

里，读书乃是一种直指本心的此在生命的渐次展开

形式。 一般来说，理学家读书可以分为四个逻辑层

次：一是强调“吟哦上下” “涵泳讽诵” “虚心熟读”
“看它文章”，偏重于“虚心主敬”的功夫，反对“先立

己意”“心粗性急”“强探力取”的读书心态。 二是强

调“体验” “体认” “理会文字” “玩味义理” “咀嚼滋

味”“反复思量”等，偏重于“思”的功夫，指向了“思
者，研穷其理之所以然” ［３９］ ，也即对经典之理的把

握。 三是把“思”的对象由外而内地指向自我，即所

谓“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

上推究” ［１６］１８１。 理学家强调“切己用思” “以身试

经”，务必要从自己心体上逼问出那个古今一贯、凡
圣皆同的天理来———理学读书法的精髓就在这里。
四是将切己而思的领悟植根于心灵深处涵养一颗道

心，于洒扫应对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于日用伦常之

际尽显“率性之谓道”的洒脱风范。 此即自得之乐，
这样读书才算落到了安稳处，这也是理学家针对佛

学的泛滥而为天下读书人所争得的一片自由自适、
内在完足的生命境界。

宋明理学就是这样一种以体验为中心，具有强

烈自省精神和此在性生命诉求的人生学问。 所谓

“体验”，杨时认为，“以身体之，以心验之” ［４０］ ；朱
熹认为，“体，谓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 ［４１］ ，“体
验是自心里暗自讲量一次” ［１６］２８７９，它既是一种通

达经典之意的解释方法论，又是读书者通过经典开

辟此在生命的存在方式。 对理学家来说，领会圣人

之心或者理解经典的言内、言外意还不是读书的最

终目的，读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体验经典之理从而

证得一颗粹然至善的本心，并居于由圣人所开辟的

意义世界之中。 总之，读书即阐释，即本体，当理学

家把读书纳入“工夫”范畴之后，一种直指存在的本

体论阐释学就包蕴在宋明理学之中而呼之欲出了。

结　 语

以上我们分析了“言意之辨”与古典阐释学的

多重面向，指出它的核心在于意义的存在方式问题，
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典阐释学的方法论特征，推动

了古典阐释学从“解经”到“读书”的转变，启发了一

种“此在的形而上学”阐释学意味。 在方法论上看，
解经者和读书者都把经典文本作为基本的解释依

据，但是处理文本问题的方法有所不同。 清代唐鉴

指出：“读书贵有心得，不必轻易著述。 注经者依经

求义，不敢支蔓；说经者置身经外，与经相附丽，不背

可也，不必说此句，即解此句也。” ［４２］ 解经者“依经

求义”的还原性认知自不必说，便是读书说经者带

有自家之意的窜入，也务求在经文与经义之间、本义

与己意之间建立一种不即不离的张力关系。 推广开

来说，历代学者一次次地从文本出发来获取经典的

意义，或对经典做文字名言解，或者“忘言得意”“超
言会意”的领悟经典的言外之意，或者以自家之心

“推究”“体验”经典所可能具有的人生价值等，都显

示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本信仰。 这种文本信仰并不

必然导致对经典的正确理解，因为古人强制文本的

现象也非常严重，但这与西方现代阐释学把文本当

作思想的试验场、放弃对意义确定性的追求有着根

本的不同。
此外，古代学术中也蕴含有足以对视西方哲学

阐释学的思想资源。 尤其是对理学家而言，他们从

体用论角度来思考世界秩序，把“道”从认识论的对

象改而追问它的显现问题，并由此达成了古与今、人
与己、凡与圣之间相通相恕的关系，也规定了理学家

的读书在本质上是一个内向求验的自明本心、自我

实现的过程。 而这不仅在接受学的意义上表明了理

学阐释所具有的意义建构功能，更是在存在论的角

度上表明理学家读书的每一步都是向着存在的逼

近，直至天理流行于自家心体之上，便是“莫此亲

切”的生命完满，也便实现了阐释者的此在性生存。
对于今天中国阐释学的建构而言，当西方人把阐释

和理解上升为人的自我理解、表征为人的存在方式

之后，几乎一网打尽了古今中外的一切阐释学问题，
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关于中国古典阐释思想的言说

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落实西方的话语域，因而很难剥

离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深刻挖掘中国古典阐释哲学内涵，并将当代一

种趋于方法论阐释学的理论建构建立在中西哲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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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基础之上，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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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意之辨”与古典阐释学的意义生成


